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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2年5月12日，欧洲法院在“W.J.案”的判决中确定了《扶养义务法律适用议定书》第三条惯常居所

地的认定标准。该案指出，为了确定被父母一方带往某成员国领土的未成年子女的扶养费用请求的适用

法律，该成员国法院在单独的诉讼程序中命令将该儿童返还给被非法滞留之前的惯常居所地所在国家，

这一事实不足以阻止该儿童在成员国领土上获得新的惯常居所。该案充分展现了欧洲法院的释法功能，

同时对儿童非法诱拐领域内的扶养义务诉讼法律适用标准作出了进一步的分析论证，对其他同类案件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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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May 12, 2022,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determined the criteria for identifying the habitual 
residence in Article 3 of the Protocol 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Maintenance Obligations in the judg-
ment of the “W.J. case”. The case pointed out that,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applicable law for the 
claim for maintenance expenses of a minor child who was taken to the territory of a Member State 
by one of the parents, the court of that Member State, in a separate litigation procedure, ordering 
the return of the child to the country where the child’s habitual residence was before being wrong-
fully removal, is not sufficient to prevent the child from obtaining a new habitual residence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Member State. This case fully demonstrates the interpretative function of the Euro-
pean Court of Justice and makes further analysis and demonstration of the legal application stand-
ards for maintenance obligation litigation in the field of the wrongful removal or retention of chil-
dre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other similar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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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W.J.案”是欧盟境内诱拐儿童的典型案例之一，在事实层面涉及扶养义务、非法滞留儿童，在争议

焦点上涉及先行裁决、管辖权、法律适用及惯常居所地的认定标准，在法律层面上涵盖了国际公约、欧

共体条例、波兰法及有关判例法。1 欧洲法院在论证过程中，围绕“儿童最大利益”标准，认定儿童作为

扶养义务的债权人，可以在其被非法滞留的国家获得新的惯常居所地，因此以确定诉讼中关于扶养义务

的法律适用法。该案不仅充分展现了欧洲法院的释法功能，同时对儿童非法诱拐领域内的扶养义务诉讼

有关问题均作出了进一步的分析论证，对最大限度地保护儿童利益具有重要意义[1]。 

2. 案情简介 

母亲 A.P.和父亲 W.J.是波兰籍公民，从 2012 年起居住在英国并工作。二人的两位未成年孩子 L.J 和
J.J 分别于 2015 年 6 月和 2017 年 5 月在英国出生，是 A.P.和 W.J.的非婚生子女，均享有英国和波兰双重

国籍。2017 年 A.P.带两个孩子回到波兰，并告知 W.J.她与孩子将长期留在波兰的打算，W.J.对此表示不

同意。2019 年 4 月，孩子们与 A.P.及其他亲属居住在波兰，L.J 上了幼儿园，J.J 因身体健康状况需要定

期住院，并一直由 A.P.照顾。同时，A.P.因照顾子女在波兰领取福利金。 
W.J.根据《国际诱拐儿童民事方面的公约》(以下简称为“《1980 年海牙公约》”)向英国中央机关提

出申请，要求返还儿童。该申请于 2018 年 1 月 3 日移送到有管辖权的波兰法院(district court, the Sąd 
Rejonowy)，该法院于 2018 年 2 月 26 日命令驳回申请。2018 年 11 月 7 日，L.J 和 J.J 由母亲 A.P.法定代

理，向波兰法院(district court, the Sąd Rejonowy w Pile)提起请求 W.J.每月支付扶养费用的诉讼。该法院于

Open Access

 

 

1W.J. v L.J. and J.J. (legally represented by A.P.), Case C-644/20, JUDGMENT OF THE COURT (Fourth Chamber), ECLI:EU:C:2022:371,12 
May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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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11 日命令 W.J.根据波兰法律每月支付扶养费。 
随后，W.J.对 2018 年 2 月 26 日和 2019 年 4 月 11 日的命令提起上诉。2019 年 5 月 4 日，有管辖权

的波兰法院(regional court，the Sąd Okręgowy)审理了对 2018 年 2 月 26 日的命令的上诉后，命令 A.P.在
2019 年 6 月 29 日前将儿童返还给 W.J.，理由是 (i) 儿童被非法滞留在波兰；(ii) 他们在被滞留前的惯常

居所是英国；(iii) 不存在将他们返还英国会使他们遭受身体或心理伤害或使他们处于《1980 年海牙公约》

第 13 条第 1 款(b)项所指的无法忍受的境地的严重风险。之后，W.J.向波兰法院(regional court，the Sąd 
Okręgowy w Poznaniu，本案的转介法院)提出，根据 2019 年 5 月 4 日的命令，2019 年 4 月 11 日作出的

要求 W.J.根据波兰法律每月支付扶养费的命令是不合理的。2 
转介法院在审理该案件中，认为对海牙议定书第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解释存在疑惑，并决定中止

程序，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决定将法律解释的问题提交给欧洲法院请求先行裁决。欧洲法院受理后，梳

理出两个争议焦点。其一，先行裁决的申请是否具有可受理性。其二，扶养义务法律适用议定书(以下简

称为“《海牙议定书》”)第 3 条第(1)款、第(2)款是否必须被解释为，即使法院命令将儿童立即返还给被

非法滞留之前的惯常居所地所在国家，身为儿童的扶养义务债权人在被非法滞留的国家也可以获得新的

惯常居所地。3 
转介法院在先行裁决请求中指出，第一，2019 年 5 月 4 日的命令是具有终局性的，其执行意味着必

须将儿童返还英国，因为 W.J.的惯常居所地仍是英国。A.P.并没有在规定期限内将儿童返还给 W.J.，且

在提出先行裁决请求时儿童还没有找到。第二，波兰法院享有管辖权，且 W.J.并没有提出管辖权异议。

第三，应当由法院决定关于扶养义务的法律适用法。2021 年 11 月 4 日，转介法院告知欧洲法院，波兰的

儿童事务申诉专员就 2019 年 5 月 4 日作出的命令提出上诉，波兰最高法院审理了这项特别上诉后，于

2021 年 10 月 6 日命令部分撤销该判决，即要求立即将儿童返还英国的命令不再适用。2021 年 12 月 20
日，转介法院再次告知欧洲法院，波兰司法部任命提交先行裁决请求的审判组的一名成员在转介法院内

无限期履行法官职责。4 

3. 案例评述 

欧洲法院根据转介法院的请求，针对两个争议焦点予以详细论证。首先，欧洲法院判决本案的先行

裁决请求具有可受理性，使得本案扶养义务债权人惯常居所地的认定标准的确立，即“儿童最大利益”，

对于欧盟所有成员国都具有指导意义。其次，欧洲法院判决成员国法院在单独的诉讼程序中命令将儿童

立即返还给被非法滞留之前的惯常居所地所在国家的事实，并不足以阻止儿童在被非法滞留国领土上获

得新的惯常居所地，充分发挥了“儿童最大利益”标准的价值，确保扶养义务诉讼的法律适用法是与扶

养义务债权人有最密切关系的法律。笔者将对本案中多个问题进行探讨研究，以深入理解欧盟法律的运

作机制及有关观点。 

3.1. 先行裁决请求具有可受理性 

波兰转介法院将本案的先行裁决请求提交欧洲法院后，曾向欧洲法院发出两份通知信件，第一封信

告知欧洲法院“该案的法官之一被波兰司法部委任在转介法院内无限期履行法官职责”，似乎影响了 TFEU

 

 

2Referring Court，转介法院，即在欧盟法律体系中向欧洲法院提出先行裁决请求的成员国法院。 
3《海牙议定书》第 3(1)条规定，扶养义务适用法律为债权人惯常居所地所在国家的法律，本议定书另有规定除外。第 3(2)条规定，

在债权人惯常居所地变更的情况下，自变更之时起当适用新惯常居所地所在国家的法律。 
4本案涉及多个法律条款。主要包括《1980 年海牙公约》第 12 条第 1 款、第 2 款，第 13 条；Regulation (EC) No 4/2009 第 5 条、

第 15 条；Decision 2009/941/EC recitals 3 and 11；《海牙议定书》第 1 条、第 2 条、第 3 条、第 4 条；Regulation (EC) No 2201/2003
第 8 条、第 10 条；TFEU 第 26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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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7 条“法院或法庭”对法官的独立性要求，第二封信告知欧洲法院“波兰最高院部分撤销了将儿童

立即返还至英国的命令”，似乎本案先行裁决请求中的问题与案件的关联性已经不存在。根据这两点，

各方对欧洲法院先行裁决请求的可受理性提出质疑。 
经过论证，欧洲法院认为先行裁决具有可受理性，具体如下。 
关于第一封信，根据 TFEU 第 267 条，欧洲法院有权就条约的解释作出先行裁决，需要解释的问题

应当是由成员国法院或法庭提出的，并对判决是必要的。要判断该先行裁决请求是否来自于“法院或法

庭”，其中一个要件就是法官具备独立性。欧洲法院认为，法院的组成、其成员的任命和服务期限等因

素都对法官的独立性具有重要影响，但在诉讼程序上，只要该法院是成员国法院，原则上就推定法官具

备独立性，除非有相反证据予以推翻。但在本案中，波兰的转介法院并没有证明提供充分证据。在无相

反证据的情况下，推定该法官具有独立性，转介法院属于 TFEU 第 267 条中可以向欧洲法院提出先行裁

决请求的法院。 
关于第二封信，虽然成员国法院或司法机构有权向欧洲法院提起先予裁决申请，但是欧洲法院在是

否受理成员国法院或司法机构的申请上有着自己的标准和考量，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先行裁决请求与

案件的相关性，如果有关问题在明显地“与主要诉讼的实际或目标不存在任何关联”的情况下，就会被

排除在先行裁决的范围之外[2]。欧洲法院对于“关联性”的判断，采用的同样是推定制度，其认为先行

裁决请求中的问题与争讼案件存在着肯定的推定，除非有相反证据予以证明。而在本案中，即使波兰最

高法院部分撤销了立即将儿童返还至英国的命令，但并不代表与本案中的争议焦点无关。另外，不能确

定的是，波兰最高法院的裁决是否使将儿童立即返还英国的命令在波兰法律秩序中从未生效，因此，转

介法院提出先行裁决请求的问题所享有的相关性推定没有被推翻。在这一点上，欧洲法院对先行裁决请

求具有可受理性。 
本案中，争议问题涉及公约、议定书等众多层级法律，其中不乏存在冲突之处，而欧盟成员国法院

通过提出先行裁决请求，欧洲法院进行统一释法，有效地解决了多层法律制度导致的法律适用不确定性

问题。本案充分彰显了先予裁决制度作为一种非常独特的“释法制度”在保证欧盟法律在各成员国之间

得到统一解释和适用方面的作用。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各类新兴法律不断出现，欧盟法律

条约的数量逐渐增加、调整的范围也愈加广泛，欧盟成员国内国法中充斥着大量欧盟法律的内容，使得

成员国内国法律与欧盟法律之间的界限越加模糊，也加剧了两者之间冲突的程度和频率[3]。从效果上来

看，先行裁决制度不仅为欧洲法院解释法律和成员国法院适用法律之间提供了桥梁，使属于不同法律体

系、适用不同诉讼规则的各成员国法院在审理涉及欧共体法的案件时能更恰当地适用法律，也在一定程

度上推动了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和完善。 

3.2. 非法带离或滞留案件中儿童惯常居所地的认定 

关于《海牙议定书》第 3 条的解释问题，转介法院实质上询问的是，在确定涉及被非法带离或滞留

儿童的扶养费用案件的适用法律时，儿童被非法滞留所在国家的法院命令将儿童立即返还给被非法滞留

之前的惯常居所地所在国家，这一事实是否足以阻止儿童在被非法滞留国家领土上获得惯常居所。换句

话说，扶养义务债权人被非法滞留在某一成员国领土上是否会改变其作为确定其惯常居所的标准的居留

稳定性，从而导致惯常居所地的改变。 
而产生此解释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本案涉及的多份法律存在一定矛盾之处，影响了儿童惯常居所地

的认定。作为本案确定法律适用的依据，《海牙议定书》第 3 条“法律适用的一般规则”规定了儿童可

以获得新的惯常居所地，从而适用的法律为新惯常居所地的法律，但这一规定在本案中将有悖于《1980
年海牙公约》的目的。《1980 年海牙公约》通过制定儿童迅速返还机制来防止儿童与之前的惯常居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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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开联系，据此儿童在滞留地应当具有临时性质，不会导致惯常居所地的改变。如果在命令返还儿童的

判决没有得到执行的情况下，以儿童在滞留地获得了新的惯常居所为由改变适用的法律，就等于确认儿

童已融入滞留国家的环境和法律空间，这将鼓励儿童被非法带离或滞留，并让不服从返还儿童判决的不

法行为得不到相应的制裁。 
此外，本案也无法通过《海牙议定书》第 4 条“有利于债权人的特殊规则”来确定适用法律，因为

《海牙议定书》中规定关于扶养义务诉讼的适用法律存在“惯常居所地、法院地法、债权人债务人共同

国籍国法律”的顺序，只有当前者无法使得债权人获得扶养义务时才可以适用后者。而在本案中，尚未

证明债权人不能根据“惯常居所地”法律从被告那里获得扶养费用，“法院地法”与“共同国籍国法律”

则无适用之余地。 
因此，要想确定本案应当适用的法律，必须解决债权人惯常居所地的认定问题。 

3.2.1. “惯常居所地”概念解释 
为解决该问题，微博，欧洲法院认为有必要对《海牙议定书》第 3 条所述扶养义务债权人“惯常居

所地”的概念进行解释。《海牙议定书》并没有对扶养义务债权人“惯常居所”这一概念进行定义，也没

有明确提及缔约方的法律来定义其含义和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统一适用欧盟法律和平等原则，通

常必须对该概念的含义和范围进行自主和统一的解释，解释时应考虑到这些条款的背景和相关立法所追

求的目标。 
首先，从使用“惯常”这一形容词可以推断出，住所必须具有足够程度的稳定性，而不是临时或偶

尔居住。在 Andrea Bonomi 起草的《海牙议定书》解释性报告第 42 段中，“惯常”居住地的标准意味着

一定程度的稳定性，这意味着仅仅是临时性居住地不足以确定扶养义务的适用法律。其次，《海牙议定

书》第 3 条反映了该议定书所依据的关联规则体系，因为这种体系旨在确保所指定的法律与所涉及的家

庭状况具有充分的“联系”，从而确保适用法律的可预见性，扶养义务债权人惯常居所地的法律原则上

是与债权人的情况最密切相关的法律，也是最适合管辖其可能遇到的具体问题的法律。 
正如《海牙议定书》解释性报告第 37 段所述，上文的“联系”的主要优点在于，在确定扶养义务是

否存在及数额多少是，可以考虑到债权人居住、活动的国家的社会环境，如法律和事实条件。扶养义务

债权人将使用扶养费用来生活，因此应当考虑债权人生活的具体社会的具体问题。因此，根据这一目标，

考虑到扶养义务债权人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其惯常居所是其现实生活的中心所在地。当债权人是一名年

幼的儿童时，情况尤其如此，因为根据《基本权利宪章》第 24 条第 2 款的规定，需要适当考虑该儿童的

最大利益，正如波兰政府实质上所强调的那样，这尤其要求在考虑到该儿童所生活的家庭和社会环境是

否为其提供足够的资源。 
因此，欧洲法院认为要从“稳定性”“最密切联系”“儿童最大利益”“具体案件具体分析”等多个

角度综合分析，由受理该案件的法院根据个案特有的事实情况来确定当事人的惯常居所地。 

3.2.2. 儿童可以在非法滞留的国家获得新的惯常居所 
关于扶养义务债权人是否可以在非法滞留的国家获得新的惯常居所地的问题，欧洲法院认为，《海

牙议定书》第 3(2)条没有为债权人惯常居所地变更设置限定条件，即使法院判决将债权人立即返还至原

居住地，债权人也可自惯常居所地发生变更之时起，与新惯常居所地国家法律建立联系。该条款使得扶

养义务债权人与现居住地之间保留联系成为可能。 
如果一国法院认为儿童被非法带离或滞留，并命令立即返还儿童到被非法带离或滞留前的惯常居所

地所在国，该命令在原则上阻碍了儿童在非法滞留的国家获得新的惯常居所，从而影响了儿童在扶养义

务诉讼中适用该国法律，这与《海牙议定书》第 3 条的目的相违背，也不符合儿童最大利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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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鉴于立法保持沉默，没有理由参照或根据第 2201/2003 号条例第 10 条的规定来解释《海

牙议定书》第 3 条，因为该条规定原则上不允许将有关父母责任事项的管辖权移交给儿童在被非法带离

或滞留之后可能获得新的惯常居所的成员国，而应移交给该儿童在被移送或扣留之前的惯常居所地所在

成员国。法院认为，第 2201/2003 号条例第 10 条规定的特别管辖权必须作限制性解释，因此不允许对该

条的解释超出该条例明确设想的情况。 
因此，为了根据《海牙议定书》第 3 条确定适用法律，只有在对案件的所有情况进行评估，才能确

定作为扶养义务债权人的儿童的惯常居所地是否已实际发生变更，同时需要适当考虑儿童的最大利益，

将该儿童带离或滞留行为的潜在非法性，以及儿童在被滞留国家中家庭和社会环境的稳定性证据等其他

因素。 
若成员国法院收到要求支付扶养费用的诉讼请求，该请求是在扶养费用债权人滞留该国后提出的，

那么原则上必须认定，法院不仅要评估扶养义务债权人的惯常居所地以确定扶养费用诉讼的适用法律，

还应该同时就扶养费用诉讼作出裁决。根据《海牙议定书》第 3(2)条的目标，该条文的解释应当使扶养

义务债权人与扶养费用诉讼地之间应存在联系，让抚养义务债权人在足以该地生活。 
在本案中，欧洲法院认为，不能批评波兰地区法院根据波兰法律于 2019 年 4 月 11 日作出命令 W.J.

给付儿童扶养费用的裁决时没有考虑到 2019 年 5 月 24 日的将儿童返还英国的命令，因为当时在孩子已

经在波兰与母亲一起生活了 17 个月，且之前有管辖权的波兰法院曾驳回了返还儿童的申请。与波兰地区

法院对事实进行的评估相比，若转介法院对事实进行全新的评估有管辖权，为了确定扶养义务诉讼的适

用法律，转介法院就必须根据儿童现在的所有情况，并考虑到他们的家庭和社会环境，来确定他们在被

滞留的国家是否可以长久生活。 
根据上述所有考虑，欧洲法院对转介法院先行裁决请求中所提问题的答复是，《海牙议定书》第 3 条

必须解释为，为了确定被父母一方带离至另一成员国领土上的未成年子女的扶养费用请求的适用法律，

成员国法院在单独的诉讼程序中命令将儿童立即返还给被非法滞留之前的惯常居所地所在国家的事实并

不足以阻止儿童在成员国领土上获得新的惯常居所。从这一观点上来看，欧洲法院虽然没有明示《海牙

议定书》第 3 条与《1980 年海牙公约》的目的是否存在矛盾，但却指出，本案所涉及的公约、议定书以

及有关法律的最根本目的都在于保护儿童最大利益。而非法带离或滞留行为的不法性，应当仅作为债权

人惯常居所地判定标准之一，而不能阻碍债权人在非法滞留国获得新的惯常居所地。 
该观点在 TT 诉 AK 案中同样可以得出。该案因《1980 年海牙公约》和《欧洲共同体第 2201/2003 号

条例》对惯常居所地的不同认定标准而引发了管辖权争议。欧洲法院在该案件中表明，管辖权可以由儿

童被非法带离或滞留前惯常居所地所在国家转移至非法带离或滞留国，但要满足该国是更适合案件审理

所在地和保护儿童最大利益两个条件[4]。 
从上述论证思路来看，欧洲法院在涉及儿童案件中秉承着保护儿童利益的根本目的，同时在判断儿

童惯常居所地标准时具有一定灵活性。 

3.3. 波兰法院的管辖权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法律适用上，与管辖权无关，判决中似乎也没有提及管辖权有关争议，但若详

细梳理本案涉及的各层级法律，就会发现本案中波兰法院的管辖权是因为被告的应诉行为而得以确定的，

而非其本身不存在争议。 
《1980 年海牙公约》为国际范围内保护儿童免受非法转移和滞留的伤害，制定了一系列程序确保迅

速交还儿童致其惯常居住地国，并对探望权予以保护，其中并未涉及被非法带离或滞留儿童的扶养义务

诉讼管辖权问题。《海牙议定书》解决的是扶养义务的法律适用问题，在一般规则下，适用惯常居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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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国家法律，同样不涉及管辖权问题。而在欧盟法律体系中，仅有第 10 条强调了儿童被非法带离或滞

留情况下的管辖权问题，即为原则上非法带离或滞留之前的惯常居所地所在国家保留管辖权，除非儿童

在另一个成员国获得惯常居所地。也就是说，本案的管辖权、适用法律、儿童是否应当被返还都与儿童

的惯常居所地具有密切联系。 
第 10 条通过列举的方式明确了儿童诱拐案件的管辖权例外要件，除了在另一成员国获得惯常居所

外，还需要满足有监护权的主体默许该种带离或滞留，或者满足有监护权的主体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儿童

的下落后，在一年之内没有提出返还申请，或该申请被撤回，或被拒绝返回等情况。在本案中，父亲 W.J.
在知道儿童被非法滞留一年内向波兰的主管机关提出了返还儿童的申请，且波兰法院作出立即返还的判

决，并不满足第 10 条的例外情形，即本案的管辖权应当属于英国，而非波兰。但被告未就管辖权问题提

出异议，且予以应诉，而波兰法院则根据《欧洲共同体第 4/2009 号条例》第五条“基于被告出庭的管辖

权”来解决了本案的管辖权问题。 
对于第 10 条，欧洲法院在本案中认为，应当对该条特别管辖权作限制性解释，不允许对该条的解释

超出该条例明确设想的情况。从这一点来看，欧洲法院似乎在暗示单纯依赖于第 10 条的文义解释作为确

定本案管辖权的依据是不妥当的。 
2019 年 6 月 25 日，欧盟通过了《欧洲共同体第 2019/1111 号条例》，该条例中绝大多数条款于 2022

年 8 月 1 日生效。该条例是《欧洲共同体第 2201/2003 号条例》的重订版，自该条例生效之日，原版不再

适用。重订版对原版第 10 条作出修订，将第 10 条改为第 9 条，并增加第 10 条选择法院，并要求“不损

害第 10 条的情况下”才适用第 9 条。新增第 10 条充分考虑了父母惯常居所地、儿童的前惯常居所地、

儿童的国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及儿童的最大利益等因素，较原版第 10 条显然更具合理性，更加符合保

护儿童的立法目的。 

4. 对我国的启发 

从上文所述案例中可以看出，欧洲法院在涉及儿童扶养义务的案例中，无论是在管辖权问题上，还

是在法律适用问题上，都从保护儿童最大利益的根本目的出发，主要通过儿童的“惯常居所地”来判断

有有管辖权的法院和适用法律，若据此不能使得债务人履行扶养义务，则顺位适用法院地法、共同国籍

国法律，直至获得扶养义务的履行。 
而粗略考察中国的涉外儿童扶养立法，我们不难发现目前中国对涉外儿童扶养的立法形态较为粗放。 
在管辖权问题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没有专门针对涉外儿童扶养纠纷的管辖权的规定，

仅依赖于第二十三条“原告经常居住地”一个连结点来确定管辖权，对儿童利益的保护存在一定不足之

处。 
在法律适用上，我国主要规定了 201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九条扶

养“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中有利于保护被扶养人权益

的法律”。与《海牙议定书》规定的不同，我国是选择适用的冲突规范，设置了多个可以适用的连结点，

以“有利于”标准来确定最终使用的法律。根据部分学者的研究，“有利于条款”虽然体现了弱者权益保

护的立法目的，但在司法实践上存在一些问题，例如部分案例表明法院对“有利于条款”的理解存在偏

差，依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和最密切联系原则进行补强说理，法律选择方法不明，未进行外国法查明，未

对相关实体法进行比较等[5]。笔者认为，与其要求法院根据“有利于条款”进行繁复的外国法查明和比

较，不如将经常居所地作为涉外儿童扶养问题法律适用的首要连结点。儿童的经常居所地是与儿童的实

际生活最紧密关联的地方，儿童的情感联系、社交联系以及教育联系往往都聚集于该地，以经常居所地

为首要连结点更符合儿童最大利益保护的需求，这也是欧盟以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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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上，中国尚未加入任何有关儿童扶养方面的国际公约，而且中国法院对于

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采用的是法院审查制，这使得外国法院做出的儿童扶养义务判决在中国的承

认与执行变得更加困难。笔者认为，中国可以适时加入有关国际公约，例如《1980 年海牙公约》和《国

际追索儿童抚养费和其他形式家庭抚养公约》(以下简称《儿童抚养公约》)。如果中国加入《1980 年海牙

公约》，便可以在一百多个缔约方间援引快速送还机制以使儿童快速回到其经常居所地，这将大大提高

我国解决国际儿童诱拐问题的效率，以更好地维护国际儿童诱拐案件中被非法带离或滞留的儿童的最大

利益，同时减少我国儿童诱拐现象的发生[6]。而《儿童抚养公约》不仅聚焦于行政合作机制、扶养判决

的承认与执行以及法律协助等方面的具体可操作性，且突出了跨国追索扶养费程序的效率性，适时加入

该公约将有利于切实有效地维护我国扶养义务债权人的最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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